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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负责任的财政分权政策 

拉里•施罗德 

蔡 岚 译   刘亚平 校 

【摘  要】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当国高速发展始露端倪之时，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着手实施(或

至少接受了)向次国家级政府分权的理念。西方公共财政和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制度安排中的这些转变将造

福于社会。而此类改革中引起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财政分权后，次国家级政府

在何种程度上是“负责任的”，以及怎样的政策工具能提高这种责任性。论文视地方政府的责任为一个两

维概念并回顾了责任工具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在理想情况下，地方政府均对当地居民和中央政府负责。尽

管呼吁和退出往往被视为地方问责的最主要机制，但也有文献提出诸如公民社会、参与方式和媒体等机制

也起到了作用。对中央政府的财政责任一般通过某种财政审计的方式来实现；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方

法。论文概略地总结了在中国行政环境中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及其应用。 

【关键词】财政分权 责任 政策工具 

 

30 年的时间，不仅对于中国作为国际经济强国的崛起和行政国家的转变而言意义非凡，

而且对世界范围内有关行政和财政分权的讨论也非常重要。几乎与中国逐步实行经济自由化

同时，财政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也开始愈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次国家级政府

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潜能。虽有个别例外
①
，但发展导向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家们对分权的兴

趣及有关文献，约在 30 年前就真正出现了。此后，就分权政策的可能性而言，几乎没有一

个发展中国家尚未特别讨论过（甚或实施过）分权政策。 

在开始讨论有关地方政府责任的核心话题之前，不妨简要回顾一下中国之外各国实施分

权政策的原因
②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Manor，1999；Shah，2004)，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分权是有原因的。二战后，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战后大约 20 年，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欧洲各帝国的殖

民地统治，从而获得独立。其中许多国家延续了殖民历史的遗留（体制），即试图建立一个

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了强大中央计划体制的苏联经济似乎也在强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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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希克斯（Ursula Hicks）的书：《来自底层的发展：英联邦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和财

政》（Hicks，1961）。虽然书中重点讨论的是英联邦国家，即那些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国家，但此书很

好地描述了发展中国家有关财政分权的诸多问题，这远在该话题流行之前。 
②
考虑到多数人较熟知中国分权政策的历史，这里就不再赘述（Lin et al.，2006；Martinez‐Vazquez，2006；   

Shen et a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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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70 年代，世界经济动荡，这部分是因为石油价格的猛涨。许多国家都陷于“滞胀”

境地。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增长缓慢乃至停滞，导致公众对中央集权计划大失所望。

众人皆知公共服务（特别是重要的地方性服务），如教育、卫生，以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如

道路），并未由中央机构提供。这样就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某种变革创设了环境。 

有证据表明， 1970 年代后期当中国正进入经济自由化和行政重构的新时期时，国际捐

助界（特别是双边援助者们）开始对促进分权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感兴趣
①
。虽然有

学者（Manor ，1999：29)认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借贷机构并未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分

权，但 1983 年世界银行出版的工作论文被广为引用，表明这一政策倡议在那里正赢得某种

支持(Rondinelli et al.，1983)。到 1990 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已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和发布

分权资料的中心。实际上，世界银行支持了中国的多种有关分权的政策研究。 

1990 年代也见证了紧随着苏联模式的式微而出现的“分权”国家数量的大幅度增长。

新独立的东欧国家，通过向次国家级政府下放行政、政治和财政权力回应了苏联多年的集中

控制
②
。并且，在这过去的十年里，如越南、柬埔寨和新成立的东帝汶等亚洲国家，已经或

正实施着旨在下放公共部门决策权力的政策改革。 

这些历史背景说明了正当分权使中国已向行政国家转变的时候，它在中国之外的国家怎

样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已实施分权的国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次国家级政府

在何种程度上是“负有责任的”。本文随后将重点讨论的是，一些可能影响问责的制度安排。

行文逻辑如下：下文提出了把责任和分权联系起来的概念基础，同时讨论责任的不同含义。

其后从两个部分回顾了次国家级政府的责任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对地方居民的责任以及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责任。最后一部分虽然尚无有力的经验支持，但还是尝试着指出中国

的次国家级政府如何（或是否）能采取适当的工具来鼓励问责的实施。 

 

一、分权和问责 

 

字典里，问责或负责任强调的是“能回应”，“能被解释”或“应做出解释”
③
。尽管

这个术语和财政（即财务会计）密切相关，但很明显其意义不止于此。有学者(Andrews & Shah，

 

①
正是在 1979年的正式照会上，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与马

克斯韦尔学院（Maxwell School）为主办“地方税收管理计划”项目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其目的就是向那

些对财政分权感兴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②
分权政策常常也是这些国家寻求加入欧盟（而进行的）政策改革的一部分内容。 

③  有学者（Schedler  ，1999)也强调，问责要有能力强制执行制裁不负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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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认为，在问责概念的用法中有诸多含义。其中一些概念涉及政府行为是否符合规则，

它们规定了政府应该或不应该的行为。另一些概念则完全关注政府行为的结果，关注政府的

决策是否最符合其公民的利益。 

在分权体制的标准模式中，自主的地方政策制定者们所决定的是，提供什么公共服务，

其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如何，如何募资，以及如何生产
①
。实施这种分权式公共物品供应的最

主要的理由是，在没有辖区间外溢和规模经济时，这样的安排能得到经济上高效的结果，亦

即使当地社区的福利最大化(Oates，1972)。 

当然，效率并不是一般的公共服务的唯一目标。公平的目标能通过中央政府的税收和支

出政策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宏观经济增长和稳定不大可能通过向次国家级

政府分权的政策来实现；的确也有人说，财政分权将破坏政府稳定(Prud’homme,1995；

Tanzi,1996)。反过来，这表明地方自治政府的责任不必然只限于对当地居民的回应性。 

事实上，无论是通过国家宪法还是法规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都只是国家的工具。这样，

地方政府的决策必然会受到宪法或法规的限制。确保地方政府的行为不超越那些为国家最佳

利益而设定的界限，则构成了问责的另一方面。在诸如财政拨款之类的资源向地方政府转移

中，中央政府的控制或限定尤为重要。因为这些稀缺的资源是以国家名义调集起来的，地方

政府应当对使用这些资金和遵守适用的中央规定负有责任。实际上，中央政府官员对可取的

财政分权的认识，经常是有分歧的。许多人认识到地方政府在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

怎样以更好的质量提供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也有许多人极为关注地方政府在稀缺资

源上的浪费，尤其是那些通过政府间拨款转移给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 

 

二、促使地方政府对当地公众负责的方法 

 

假设在财政分权下，由一小部分政府官员做出适于地方政府的决策。那么问题是，为什

么这些人的决策会反映当地公民的品味和偏好（由此可能使当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里的

假定是，个人会做出使其自身最高利益最大化的决定。因此，对地方居民的责任性，预期更

可能是这样实现的，即政府官员认为回应地方需求符合自身利益。 

 

①
这些决策关乎服务的“提供”而  非“生产”，因为显然服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生产，其中包括地方自

有资源，承包给私营生产商，以及与其他公共机构签订合同等（Musgrave，1959；Ostrom et al.,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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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财政理论依赖于两个不同的机制来实现民主制下地方政府的责任——流动和

选举。如果家庭或企业能够选择不同的定居地点，当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收取的税金

不匹配时，他们就会迁徙至其他地方。蒂伯特(Tiebout,1956)最早提出这一理论，他认为如

果多个地方政府提供多种服务－税收价格的组合，那么地理流动性就能保证产生有效率的结

果
①
。但是该模型依赖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也包括一些明显不现实的假定，如迁徙是无成本

的。同时，该模型提出，这种对地方决策不满的居民和企业的外迁威胁，也可能是激励地方

官员回应他们需求的一个因素。 

与私人物品相反，公共物品和服务最基本的问题是，物品和服务都是集体消费，因此，

必须有一个可行的机制，来把集体中众多成员的偏好转化为一个单一结果。通过投票来表达

偏好，就成为地方公共财政理论中所提出的转化个人偏好的第二种可行机制。 

虽然投票（无论是由全体成员直接参与，还是通过选举代表间接参与）构成了这一机制

的最合理形式，但它也引发了大量理论和现实的问题。直接民主（比如全民公决）并不一定

运转良好。简单多数表决的结果可能不是唯一的，3 个或更多选择都有可能出现(Arrow，

1963)，并且投票结果并不一定反映出个体成员最集中的偏好。虽然一致通过的投票规则可

以克服这一问题，但是它们极端保守，倾向于维持现状，意见达成一致的代价可能很高，也

倾向于博弈。 

将偏好转化为最终决策的间接方法，即选举代表，从得到高效的产出方面来说也是有问

题的，并且与本文所关注的责任问题直接相关。选举产生的官员的决策不一定平衡了那些把

他们选举上台的选民们的利益；相反，官员们可能以最大化其一己私利的方式行事。此外，

由于对于普通公民而言，监控代表们做出的所有决定的代价很高，那些能从决策中获得实际

利益的公民，更有可能无视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大大影响代表们的决策。这就可能导致寻租行

为的发生，少数的但是有影响力的人寻求利益，而其代价则由大多数人承担。总之，投票机

制，无论是直接投票还是代议制民主选举，即使在理想条件下也远非完善之策。 

流动和选举这两个基本机制有时也被浓缩为另两个词——退出和呼吁，下文将更详细地

加以讨论。这两个概念最初由赫希曼（Hirschman，1970)提出，并运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

保罗（Paul，1991,1994)将其运用于公共问责案例之中
②
。虽然呼吁和退出机制能够激励地

 

①
严格来说，蒂伯特模型（the Tiebout model）是为了说明地方政府如何能经济有效地分配公共物品，而不

是用于促进问责的机制。 

②
包含于赫希曼书名之中的“忠诚”概念，有时被应用于地方政府官员对地方精英的忠诚，也即是责任。但

它没有包括广义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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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官员向地方公民负责，但它们仍然是不完善的。本文接下来将讨论其他相关工具。 

在通过选举提高地方政府责任方面，政党的作用，以及地方一级的团体与其核心官员之

间的联系，并不明朗。克鲁科和曼诺（Crook & Manor，1998)认为竞争性政党构成了地方政

府责任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竞争性政党并不能保证成功。近期有篇文章 

(Enikolopov & Zhuravskaya，2006)提到，政党的力量对财政分权结果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

著的，这一影响体现在对公共物品的供应、经济增长和政府品质等方面。他们认为，一个强

有力的政党格局，有助于确保地方政治领导人平衡国家目标和狭隘的纯地方利益。 

肯尼亚蒙巴萨（Mombasa）的经验表明，政党多数派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意见分歧，是

如何导致了削弱地方政府的中央政策出台的。据文献(Rakodi et al.,2000)记载蒙巴萨经验

说明了政治争斗（尤其是因为它们与种族差异相关）如何导致了许多公共服务（特别是对穷

人的服务）的供应不足。当中央政府的执政党视来自地方层面的任何强烈反抗为其长久执政

的威胁时，它就可能制定一些削弱地方政府（权力）的政策，并且减弱地方政府对其行为负

责的能力。 

作为责任机制的一种形式，选举潜在的弊端是，选举产生的团体可能以地方精英为主，

穷人和少数族裔则无代表出席会议。为了克服这一弊端，一些国家已建立制度来保留一定比

例的少数族裔选举席位。比如印度就为妇女、设籍阶级和设籍种姓保留了席位。一项对印度

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Rajasthan and Madha Pradesh）53 个村庄的研究表明，村务委员会

中的领导席位（五人长老会首脑）就为妇女、设籍种姓或设籍阶级成员保留了席位(Krishna，

2002)。尽管一些人（特别是上流阶层的男性）对此表示关注，但对五人委员会提供服务质

量的村民满意度分析表明，是否保留这种领导席位，对村民的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
①
。 

投票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表达意愿的方法；但作为有效的地方责任机制，它还极不完

善。要保证地方决策者们在任期内对选民负责，就必须保证选民的呼声能被听到，并得到所

有公职人员任期内的及时回应。这样，在地方官员和他所预期的服务对象之间，就需要有能

促进信息透明交流的机制，还需要有选民们的积极参与。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民参与一直是众多研究所重点讨论并不断充实的部分。很多办法

使得公民参与的治理过程变得可行，包括当选代表的公开会议，讨论特定政策问题的公开听

证会，用公众会议征集公民在其所需、所想和所关心方面的意见，以及更正式地调查选民意

 

①
同一文献(Krishna，2002)报道了 53个村庄的不同种姓的选举一律是高参与度（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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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等等。确保这些议程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当局的行为必须是公开透明的。

只有给选民提供了有效信息，他们的参与才有点根基。此外，尽管当局有可能自愿提供相关

信息，但要推动这种开放性，制定外部强加的规定将更为有效。
①
。 

玻利维亚制定的一项基于规则的（rule-based）机制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这就是《公

民参与法 》(Law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LPP)，它赋予了以地方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参

与制定城市五年发展规划的权利。而且它创建了监督委员会(Comites de Vigilancia)，由

6 位民选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领导组成，负责监督市议会以及确保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反

映地方偏好（Kohl，2003；Molina，2002）。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项与财政有关的参与制度被广为研究和讨论，这就是“参与式预算”，

它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为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市（Porto Alegre）所采用。从那之后，世界

上的许多国家都至少讨论过这个话题。沙安文(Shah，2007)在近年编纂的书中证实了这种方

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尽管成功（的标准）远未统一。 

当然，参与式预算是一种旨在为影响地方官员提供公众呼吁的机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

所言，“能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强势地方媒体机构，对涉及公民直接参与的参与式项目至关重

要”(Fölscher，2007：253-254)。这实际上是认为自由媒体是参与式预算的“先决条件”。

诚然，纸质和电子媒体（包括互联网）都既可以是将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告知公众的主要手

段，也可作为督查政府官员非法行为的主要方法。因此，媒体就构成地方责任性的另一个重

要机制。 

可惜的是，参与对于公民来说并不是无成本的。因此，仅仅建立一个参与机制，可能不

足以鼓励当地市民为贯彻地方官员问责而努力。只有地方居民自觉地对地方政府的服务做出

一些他们自己的贡献，公民参与在那里才会更有前景。有学者(Binswanger & Aiyar，2003)

以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 state）为例说明，当地居民承担了农村供水项目 10%的投

资费用，也参与了该工程的规划，结果现在维修费用由地方提供；而不是早期的“自上而下”

做规划，并且由上级承担所有的费用。类似地，在地方公共服务的规划中，当地的实物捐助

和参与都可以提升地方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与公民参与紧密相连的概念是公民社会组织，也即独立于政府的，并在非营利基础上运

作的组织(Clayton et al.，2000：1)。那些与（在中央和地方两级）促进“善治”的政策

 

①  许多 OECD国家和一些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创立了“自由信息”法（适用于所有公共主体），它赋予感

兴趣的公民（包括媒体）可获得一些非公开文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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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由捐赠者领导）并驾齐驱的公民社会组织，越来越受人关注。由于这些组织通常代

表的是选民群体，也就是潜在的投票者们，而不是选民个体，它们就更有可能有效地督查地

方政府问责和那些地方政府行为的游说团体。正如坦德勒（Tendler，1997：151)指出的，

“……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实现更好的政府治理方面发挥了两种不同作用。其一是为公

民鼓与呼，并要求政府问责”；其二，他表述为提供服务
①
，也就是说，通过与政府签订合

同或与地方政府结成“伙伴关系”，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提供地方公共服务。 

在那些采用了参与式预算的城市里，公民社会组织也发挥了作用。莫伊尼汉（Moynihan ，

2007：83)回顾了多种公民参与预算的案例后，得出结论：“公民社会能有效促进公民参与。

在本章的大部分案例中，一个或一组非政府组织通过预算过程能对政府决策起到实质性影

响。” 

发展中国家有关地方政府责任的多数讨论通常会忽视蒂伯特式（Tiebout-style） “退

出”机制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以足投票”的成本较高。然而，其他无异于退出机制的努

力，也可以用来促进地方政府的问责。方法之一是在服务效力上与公共部门展开竞争。如果

公共部门的服务是通过使用者付费的方式来支付，那么公共设施使用率的降低将迫使地方政

府提升服务质量。 

另一个或多或少与此相关的方法是，创建一个能提供更多有关其他辖区公共服务数量和

质量的信息平台（蒂伯特模型中假定潜在的流动人口可以很容易地做出这样的比较）。尽管

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情愿公布自己的服务记录，但非政府组织却能做到这一点。在印度，由塞

缪尔•保罗（Samuel Paul）创建的班加罗尔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中心（Bangalore-based 

NGO，Public Affairs Centre）对当地居民作了民意调查，并就公民对政府服务质量的看法

发行了“报告卡”(Paul & Sekhar，1997)。这些报告卡不仅是当地居民发出“呼吁”的一

种手段，也提供了在不同辖区之间比较公共服务的一种标准，且至少为使服务好转而向地方

官员间接地施加了压力。 

总之，有许多机制都能增进地方官员对地方居民的责任性，其中包括：地方上通过投票

程序选举官员；积极和竞争性的政党；确保地方官员代表多元社会经济群体的规定；促进公

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方式，包括参与预算决策；自由的地方媒体；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

 

①
公民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团体，如专业组织、宗教团体、工会和传统的组织。虽然它们都可作为促进当地政

府责任的机制（至少在服务于其自身的小团体利益方面），但并不是所有组织都可能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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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自觉意识到，将通过税收和使用者付费的方式贡献的自有资源，用之于为地方政府

提供的服务进行融资；提供有关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的信息。 

 

三、促使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工具 

 

为确保分权体系中次国家级政府的责任性，中央政府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一是

确保地方政府根据其权力和职责的规定向地方居民提供服务；第二则溯源到“责任性”

（accountability）一词的本义上，与公共资金的使用有关——这些资金既包括已被地方政

府调动起来的地方资金，也包括由上级政府转移给地方政府的资金。 

作为中央（或区域）政府的工具，地方政府要服从于有关它是否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

管理、行政和融资的规定。在某些情况下，精心设计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促使地方政府对当

地居民负责，比如，有关如何选举地方代表的规定，有关公开议会会议的规定，或者有关参

与项目规划的规定。其他规定的目的，则是为了控制地方政府以寻求更大的国家利益。分配

地方政府服务责任的规定，以及禁止地方政府限制私营经济活动的规定都属于这一类。 

与地方政府金融交易相关的规定可能得到支持，其背景是它同时促进地方政府对当地居

民和中央政府的责任性。有关会计工作的规定，可以确保居民支付的税金和使用费能被用于

提供公共服务。类似的规定也用于追踪地方政府怎样使用政府间转移支付，以确保国家纳税

人的“钱有所值”。确保硬预算约束和防止紧急援助的规定对实现地方政府的责任来说也至

关重要
①
。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施加的这些限定，因为它能促进地方政府的责任性而被认为是

合理的，但也有案例表明，它们会损坏分权改革，在限制地方政府上可能常常无效。很明显，

在适当的责任－加强的规则及不恰当的规则之间，界限是很模糊的。事实上，中央政府官员

经常以责任性为由，来证明那些限制地方政府自治的规定（可能不恰当）是正确的
②
。虽然

规章构成了机制的根本部分，但规章体系需要管控才可能有效。中央政府采取了多种此类机

制。 

这些机制中最明显的就是财务审计，因为财务记录可以（或者应当）揭示，地方政府募

 

①
分权体制下实行硬预算约束的理由及其任务这一主题，已有文献讨论过(Rodden & Eskeland，2003)。 

②
奇怪的是，许多作者指出，有效的地方分权需要强有力的中央规制（Adamolekun，1999；Bahl，1999；Ostrom，

1996；Tendler，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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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当地资金和转移收入是否按规划支出。审计预期（和如已获得授权的制裁）能够激励地

方政府负责任的行为。然而只有当违背规则，确实存在着后续财务审计时，这种威胁才是存

在的。 

和前面所讨论的促进地方政府责任机制的情况不同，关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促进地方政

府责任的机制是否有效率的讨论，却少得多。近年有学者(Santiso，2007)对阿根廷、巴西

和智利的自治审计机构的评估报告，则是一个例外。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虽然审计机构

的技术能力和公正性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机构的作用（比如立法机关），即当发现

地方政府的行为违反了现行的财务管理规定时，它有权使之强制执行并制裁地方政府。 

在发展中国家的正式审计方面有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那就是长期拖延审计的执行和调

查结果的公布。有学者(Olowu，2001：16)提到在一些国家审计会被推迟 5 到 10 年。这种拖

延削弱了外部审计作为责任机制的效力。即使过去的不当行为被发现并公布于众，它对现行

公共服务的影响也非常小。 

缺乏足够的中央审计人员往往是拖延审计的根本原因，因此有时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机

制：修改法规以便对地方公共账户的私营审计，公司联同负责审计的政府部门（如审计长）

以合同或审批的方式聘用一批合格的审计员。当然，如果由地方政府自行选用而非中央审计

处指定，那么风险就是审计员和地方政府之间将滋生不恰当的密切关系。 

地方政府发现，制度安排可能比中央授权审计更有效，以透明和适当的方式进行金融交

易（因而能改进对本地居民和对中央政府的责任性）是符合它自身利益的。发行债务就是这

样一种机制。如果地方政府将能够向私营部门出售其债务，那么就必须使债权人相信它在财

政上是负责任的。但是，由于借款人（地方政府）和放款人之间可能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

因此可以借助于如债券评级机构这样的中介组织。在高收入国家这种制度安排很常见，在一

些发展中国家这种安排也正在实施。 

第二，更突兀的是，有时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采用的财政问责机制要求中央事先批准预

支地方政府的预算。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历史上高度中央集权的西非国家（Meagher & 

Korsun，1997)。地方预算在实施之前必须得到诸如财政部或具有监督地方政府职能的部门

的批准。还有些地方甚至要议会来批准地方预算。 

支持这种政策的一种可能正确的观点是，这将确保地方预算是“切实可行的”（不包括

预支的经营账赤字计划）
①
。这有助于地方政府应对硬预算约束，并且在财政年度末时不必

 

①
有趣的是，马拉维地方政府已批准的预算中，预算支出超出了计划收入(Schroeder et al.,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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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央政府求助。然而，实际上这种政策假设地方预算对居民是不透明的，在未来收入不足

时地方居民意见也是得不到传达的。 

更糟糕的情况是中央审批程序明确地推翻了地方政府的决策（它也符合地方利益），例

如，把一个合法支出项目的资金重新分配给其他项目。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分权决策的基本

假设，并且假定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清楚地方的最佳利益。 

中央政府用于向地方转移资金的机制也会影响问责制。透明的、程序化的分配方式，不

仅可以改善当地的预算，而且还可以减少腐败机会和地方一级的非透明化决策，因为地方利

益集团知道已转移给地方的资金。以特定情况为基础的资金拨付机制，很可能使地方财政决

策透明度降低，从而降低地方政府对其选民的责任性。最后，如果因特定目的而给地方拨款，

那么费用分担机制更有可能激励地方参与项目规划和实施。 

责任的另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是，地方一级资源的可得性。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即

使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责任心，它也无法在常规分权模式下对地方需求做出回应。常常可以看

到，政府下放了支出责任，却不能同时授予足够的征税工具，或无法通过拨款制度提供足够

的资金来满足地方的支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需求得不到满足则可能减少地方对决策

的参与，即使有一些可行的地方收入工具，遵从的情况也会减少。 

地方政府责任性的最后一个方面涉及官僚机构在地方政府层面的作用。公共行政的传统

观点认为，官僚机构是执行决策的中立机构；换句话说，官僚机构对官员负责。这是布莱尔

(Blair，2000：27)的观点，他认为“政府雇员应该向民选官员负责”
①
。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并非罕见的是，中央政府指派自己的人员任职于地方政府的重要决策

部门，例如担任首席行政官或财务部长。这个人是中央政府的耳目，以保证中央政府下达的

规定能得到执行。这种安排的明显风险在于，为了确保中央政府的意愿能完全落实，中央派

出人员会严格限制地方的自主权。 

在那些已分权给地方政府的政府服务部门（比如教育或卫生部门），有多种安排被用于

选择其主管官员。有时中央部委或人事部会指派中央政府官员去担任这些职位。这样安排的

理由一般都建立在如下假设上，即这些官员具有适合这个工作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而地方上

找不到这种训练有素的人才。遗憾的是，这种安排可能会有损决策自主权的下放，下派的官

员可能更关心的是满足原部门的利益，而不是遵从地方政府官员的意愿。 

 

①
长期以来在公共行政文献（以美国为主）中，有别于这种传统观点的非传统观点是，认为政府机构是公众

之代表，并且在政治过程中其本身也是利益相关者（Saltzstei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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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采用一个不那么直接的控制机制，即（中央）为地方政府的某些部门设定一个最

低职业标准。其基本设想是，到这些部门任职的人，比如地方财政官员、市政经理，或地方

内部审计员，将具备职业道德，从而使得他们遵守那些确保地方政府垂直责任的规定。 

因此一般而言，在分权体系中，中央政府在促进地方政府责任性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控制地方政府行为的规定（尤其是在财政管理方面），必须能鼓励地方官员回应地方

需求并透明行政。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有关地方和中央关系的规定不应该损害地方官员对其

选民的责任性。同时，地方政府应能向中央政府交待如何使用中央政府转移给地方的资金。

要在地方政府的一些相互竞争的目标（诸如为地方居民服务以及向中央负责）之间取得平衡，

绝非易事。 

 

四、中国地方政府责任 

 

由于对中国情况了解有限，以下观点完全建立在笔者对众多关于中国次国家级政府行为

的文献之一小部分的阅读基础之上。然而，尽管建立于相当有限的案头研究基础，但笔者还

是愿意做出（或至少尝试性地做出）有关中国次国家级政府作用的概述，以及它们与前面所

讨论的地方政府责任的联系。 

1、大量研究中国之外国家的财政分权的文献，一般都把重点放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

并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间接地讨论了地方政府向当地居民负责任的能力问题。虽然分权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对很多学者来说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

大多数讨论中，这还是一个次要的考量。另一方面，中国关于财政分权政策的讨论从根本而

言似乎都关注经济增长。因此，笔者同意林毅夫等人(Lin et al.,2003：28)所言：“中国

转型期的‘分权’意义大大不同于一般分权的意义。”所以在中国语境中，宏观经济的增长

可能要比对地方居民负责重要得多。但是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进而导致对地方公共服务的

需求的增长，政策领域中地方政府的责任问题很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 

虽然相对早期而言，对地域流动的限制已经放宽，但如果地方政府在设定地方税率方面

相对没什么自主权，那么任何一种“蒂伯特式”行为似乎都不大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对地

方提供服务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考虑，以及地方企业负担的税赋，很可能是企业选址的影响因

素。地方官员有可能至少对这部分选民做出回应，而这又引出了地方责任的问题。 

2、自 1987 年以来已开始允许选举村委会成员，这表明选举责任的机制至少部分到位。

有学者(Zhang et al.,2002)发现，相对于上级任命领导的村庄，实行选举制的村庄往往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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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对农用器具征更少的税，而在地方公共物品方面支出更多，这可能是预算透明度增加的

结果。但是较大的辖区仍然缺乏这种责任机制，那里的官员依旧基本上由上级任命。然而，

将来在更大范围内引入直接选举作为表达机制，还是有可能的。 

3、有证据表明公民参与地方公共决策是可行的。近期有论文（Knox & Qun，2007)报告

了辽宁省大连市就道路安全管理措施召开的一个公开听证会。虽然文章并没有得出公民在决

定政策产出时起显著作用的结论，但举行这种听证会本身说明了，公民直接参与地方决策在

未来将更为常见。 

还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而公民社会可以在促进地方政府责任上发挥作

用。这显然可以采取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更为非正式的形式。有学者(Zhang，2003)引用了代

表其成员的特定非政府组织的案例，例如，大城市里起诉地方政府的业主委员会。也有研究

发现，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团结起来的群体组织（以村庙、祠堂或宗族为中心

组建起来）的村庄比起那些没有这些组织的村庄，能够享有地方政府提供的更好的公共物品

(Tsai，2007：360)。最后，有学者(Teets，2008：3)根据在云南省的 3 个县的田野研究发

现，“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正趋于促成社会多元化和善治所需的责任”。 

4、笔者仍不大清楚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事务在何种程度上是透明的（特别是地

方居民或地方团体能在何种程度上知晓地方预算和财政事务）。在既要对上（中央）又要对

下（居民）负责的方面，非预算或预算外账目也许更成问题。正如有的学者

(Martinez-Vasquez，2006)指出的，这类账目是不透明的，更重要的是，流向这些账户的收

入是累退的，而税务执行费用很高，这可能产生扭曲性影响。然而一些迹象表明，现在对这

些工具的使用越来越少。 

5、因为地方政府无法调整税率的幅度，所以地方财政收入的自主权非常有限，甚至可

能是零。结合这一事实，即大部分地方政府收入来自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

得税）（Martinez-Vasquez，2006：104-105)，交纳的税金和享有的公共服务之间并没有明

显的联系。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地方居民督促地方政府对其财政决策负责的积极性
①
。 

6、上述讨论表明，地方政府从正规信贷市场借资，可以促使其实施负责的财政行为。

虽然随着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不断增加，将来可能放宽禁止地方政府正式借贷的严

 

①
有学者在地方政府和农村税费方面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例如，他们认为应该引入物业税作为纯地方税(Lin et 

al.，2007：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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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规定，但目前中央政府是严禁地方政府借贷的，这或许是考虑到过度借贷可能对宏观经济

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显然并不是所有地方政府每年都会征收超过其支出的财政收入，

虽然方式并不透明，但这也意味着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信用”。这种非正式借款方法有效地

软化硬预算约束，并实际上减少了财政责任，尤其是对中央的责任。 

 

五、结  论 

 

总之，多种机制都可以增加地方政府对中央和地方居民的责任性。尽管不是所有的机制

在所有的环境下都能发挥同等有效的作用，但实施财政分权的国家应该考虑哪种机制是可行

的（或者使之可行的），以增加政策成功实施的可能性。中国的情况尤为有趣，因为目前看

来只有一小部分的机制可以采用。同时，在中国继续改革其行政国家之际，其他机制都可能

被发展出来（或成为可行的），以最大限度发挥财政分权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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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licies in Search of Accountability 

Larry Schroeder 

 

Abstract  For the past thirty years, while China has been embarked on its fabulous growth path, the majority of 

developing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engaged in or have at least entertained the notion of decentralizing 

powers to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The western theories of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suggest that there 

are potential benefits to societies from such changes i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ne issue related to those 

changes that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policy-makers and analysts is the degree to which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will be “accountable” and what policy instruments can enhance such accountability. 

This paper reviews both the theory and evidence regarding accountability instruments while recognizing that 

accounta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is a two-dimensional concept. That is, local governments are, ideally, 

accountable both to their local residents and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voice and exit are most commonly 

considered as primary instruments of local accountability, the literature suggests others such as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methods, and the media also play a role. Fiscal accountability to the center is generally pursued 

through some form of financial auditing; however, other mechanisms are used as well.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very cursory consideration of the availability and uses of these same instruments in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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